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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往主体形态的新变化 

在当代社会，交往主体除了传统的民族国家、集团群体、企业学校、个体以及大量的民间组织外，出现了新的重要的交往主体形

态。 

（1）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主体的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在民族国家交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在市场和生产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过程。它促进人力、资本、商品、服务、技术和信息实现跨国界的流动，

优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许多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已超过了一些中等国家的经济实力，跨国公司的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

要内容和力量，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由此也越来越密切，以至于有人提出，跨国公司而不是主权国家，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

化生产的组织者。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中最重要的基础和载体，把全球化浪潮推向了世界各地。 

（2）“全球利益”的形成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凸显。 

由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上紧密关联，导致诸如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热核威胁、生化武器、疾病流行等关系人类生

存安全的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跨国问题或曰全球化问题大量出现，以致一些政治学家提出了“世界公民

权利”、“世界公民社会”、“世界国家”、“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新的政治概念，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观点的含义及用意

不一，有的值得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时代，国际性组织的作用将日益增强，国际调节与协调越

来越重要，超国家的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主权国家将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的安排与裁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

位、性质和能力正在改变，国家主权日益受到削弱，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和方法正在改变，国家的国内和国际事务趋于合流，

国家的许多职能正逐步被社会组织化。（参见余永定；叶江）全球化正冲击着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改变着人们的思维

方式。 

2.交往客体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最能说明人类实践对象的信息化、数字化的有两大现实，一是数字地球的出现与应用，二是数字图书馆的来临。 

人类赖于生活的地球正日益“数字化”了。数字地球也就是信息化的地球。信息化的地球是一种地球信息模型，它把地球上每一角

落的各种信息都收集起来，按照地球上的地理坐标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建成一个完整的信息模型。利用这种信息模型使用多媒体

数据，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仅能从微观的角度对地球上每一点作详尽了解，还能从宏观的角度了解地球的整体情况。

“数字化地球”作为人类重要的认识对象，将对人类更科学合理有效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参见陈幼松） 

由此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对象将越来越多地被“数字化存在”和“信息化存在”所取代。有人认为互联网还只是一

个“儿童”，人类生活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才刚刚开始。21世纪人们将真正进入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参见方舟子）。 

3.交换方式和手段的智能化 

计算机和全球通讯网络组成的国际互连网络已成为人类工作、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的交往工具。计算机系统的含义已发生了

巨大变化：一个计算机系统是指计算机的网络结构，计算机系统即是网络计算机。专家预测，21世纪，全球互连网的规模和能力可

能扩大数倍，甚至数百倍。每一台计算机都将成为整个网络系统上的一个智能主体，多主体技术和分布式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处于

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在信息社会，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筛选有用的信息，并进行正确的决策。在

当今和将来，人类的所有活动都不可能离开信息，人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将依赖于对计算机网络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经济交

往是人类交往生活的基础内容。电子商务实现了经济交往的里程碑意义的变革。在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企业单靠传统手段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已经远远不够了。借助于互联网络，运用电子商务手段改善经营、开拓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已被全球大公司认为是

成本最低而效率最高的方式。电子商务经济交往方式的迅速发展，将给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带来巨大的变化。 

4.交往时空观的巨变 

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所提供的大容量、高速度的现代化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工具使人们冲破了地域的阻碍，交往时空观发生了巨变。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

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按照这种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

跨国生活形式中。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解释，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由不同民族 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

的世界。”（转引自张世鹏）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初濑龙平认为，“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被压缩”是全球化的一个特点。得益于电信

和交通技术的革命，我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与他人的活动，与外界的联系无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更加紧密。（参见初濑龙平）以

上对全球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认同全球化的影响已渗透到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国家之间的关

系。人的认识和活动空间国际化、世界化了，以至出现了诸如“地球变小了”、“地球村”、“世界社会”这些说法。这表明全球

化超越了地域空间的限制，人类交往空间大大扩展，已创造了一种“流动的生存空间”。 

这种空间一是由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资本全球化、产品全球化和通讯全球化。这些现代的经济要素日益要求



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要求一个相应的全球性的流动空间，这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就

是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传播新体系和信息新技术的信息发展模式正造成“从空间地域（places）到流动和

渠道(flows and channels)的转变，这就等于消除了地域对生产消费过程的影响”。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网将巩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的扩张与一体化，变世界性装配线的可能为现实，开辟真正的全球市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基本不受地域影响的世界秩序，该秩序

连接于少量“集中的知识生产和信息存储中心以及图像信息发散中心，中枢集中于世界工业体系的控制系统网络、指挥、控制总

部”。（参见莫利） 

二是由于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网络交往成为人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存空间除了物理空间外，又开辟了新的空间即网络

空间或虚拟空间。世界真正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压缩，实现了交往的世界化和紧密化。全球性传播霸业迅速崛起，诸如默多克、贝塔

斯曼建立的帝国。这些巨型企业在一条全球流水线上完成合资共同制作的产品，并瞄准世界市场，从而构筑全球图像流动空间。 

5.从交往形态的新变化看当代社会的新特征 

（1）社会运行机制的新变化与风险社会的形成。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使人类交往的迅时性、关联性、互动性、开放性大大增强，交往的效率大大提高，交

往的成本大大降低。可以说，信息运动已成为物质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式，这将进一步促进人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互补互促

效应以及各自效率的提高，表明了社会的进步。 

但另一面也不容忽视，即由于信息运动已成为物质运动、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式，人类交往日益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各类社会

主体间和社会事物间的关联性、互动性、开放性和即时性大大增强，人类社会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也因此增强。比如，信

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资本流动信息化，银行资本、证券资本的流动在空间上日益扩大，在速度上日益加快，这虽然可以增进资源在

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从而促使金融资本更加自由化和全球化，但也意味着金融投机的全球化、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

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曾经在多个地区发生的金融风暴及由此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国际金融

危机具有“传染效应”。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讲，世界经济和政治变得很脆弱（参见余永定）。彼得·德鲁克则认为，知识社会特有

的劳动组织将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这首先表现在企业的稳定性受到极大的挑战。在知识和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企业行为必

须随知识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将自取灭亡；企业的管理将越来越成为对于变化的反应能力而不是对于企业的静态结构进行改

良，以至于企业成为“变色龙式的组织”。在这种组织自身的稳定性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由大量的此类组织构成的社区、社会的

稳定性就难以保证。知识社会的组织“就这样不断破坏社区，使之混乱和不稳定”。（参见德鲁克，第63页）。 

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来自两方面：一是社会交往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和网络，而由于各种原因随时可能引起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问题，如黑客攻击导致网络瘫痪，引起经济政治等各种交往的中断；二是由于当代社会的信息运动、传播的技术基础和机制发生了

巨大变化，交往的关联性、互动性、整体性增强，风险的传递效应不仅迅速，而且会更加放大，如一个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速度之

快、影响之广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它很可能造成社会某子系统以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动荡甚至崩溃。 

关于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一些西方思想家已敏锐地关注到，他们所作的一些论述应当说很有启发意义。 

贝克于1992年发表了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经典之作——《风险社会：走向一种新的现代性》，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在该

书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个人主义日益明显、社会形

态发生本质变化的社会。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对于风险社会的影响：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

定性”，使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斯科特·拉什认为当代社会形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

“风险文化”（参见俞可平，2003年a）。他说，“这一点与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同。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中还没有出现可以涉及全人

类存亡的风险，传统社会形态所体现的是一种安全文化。而在未来的风险文化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技术资本主义各种

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都存在危及全人类

的巨大风险。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

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就是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

等飞速发展后所导致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这些始料不及的风险和危险将

不再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和危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新的风险

和危险，例如金融风险和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和危险等”。（拉什，第318-319页）。 

当代社会的这种高关联性、高依赖性、传递效果的高效率和瞬时性，以及极度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昭示了当代社会的鲜明特征。 

（2）超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空间的扩大。 

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正冲击着传统的主权观念和国家治理方式，凸显了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这对世界政治和经济良好

秩序的维护注入了新的活力因素。但同时，全球化和互联网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方式构成了挑战。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民

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公民认同所构成的挑战，一些学者直接就把全球化的过程定义为“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正在

消除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日益消失，使民族国家的统治失效。这种“非民族国家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

代的特征：“社会的非民族国家化，即经济的、生态的、文化的和军事的行为联系和作用联系的扩大，正迅速向前推进，而创建超

民族国家的政治管理机构则是一个具有现实的重要性但进展却非常缓慢的进程。”（乌·贝克和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

第162、171页，转引自俞可平，2003年b，第83、84页）更有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自主性，一个“社会的世界”正



在取代“国家的世界”，“民族国家正在终结”。 （参见赫尔伯特·迪特根：《没有国界的世界》，转引自同上，第84页）詹姆

斯·N．罗西瑙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以边界迁移、权威重构、民族国家衰落和非政府组织(NGO)在地区、国家、国际和全球

等诸层次上的激增为特征和标志的时代”。“在有必要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家，而是承认要把大量非政府行为体作为重点分

析对象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应当就是不把国家当作第一位的，而是在以权威日益分流和等级化日益消失为特征的世界上把它简单

地看作一个重要的行为体。诚然，国家拥有主权，但是这些权力可以行使的范围正在一个相互依存和国家边界模糊的世界上日渐缩

小。随着权威的加速分流，国家将不再可能在越来越复杂的挑战面前继续仰赖主权作为保护它们利益的基础。” （参见《面向本

体论的全球治理》，转引自俞可平，2003年b，第84页） 

以上有的观点显然过激和夸大，我们不能同意。但是在全球化成为不可超越的历史场景下，国家的职能、国家主权行使的方式以及

如何处理国家主权与全球利益、国际社会的关系，的确是当今民族国家不能回避而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新问题。 

（3）从交往方式的变化看人的存在方式和境遇。 

交往空间的扩大、交往节奏的加快和交往时间的节约，实质上意味着人的自由度的增加，使人迈向更自由的境界，从而使人获得了

更大程度的解放。但借助网络实现的交往的不在场性和抽离性，使本来丰满的人性“虚拟化”，人性的感性光辉和温情日益失却和

弱化，而人性的恶的方面则肆意释放，“天使”和“恶魔”互现成为当今人类存在状况的现实。 

交往方式的变化不仅影响人性的实现程度，也意味着主体构建方式的不同。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电子传播时代的交往实践

构建了不稳定的、多重的和去中心化的分散的主体，而不同于“现代性或生产方式下”的“模式化实践”，后者促成的主体身份具

有自律性和（工具）理性。（参见波斯特，第45页）印刷文化将个体构建为一个主体、一个对客体透明的主体、一个有稳定和固定

身份的主体，而电子媒介交流系统的出现、传播网络的“去中心化”促成了个体的不稳定身份。波斯特还认为，在电子文化交流时

代即信息方式时代，原来现代社会中由面对面的个体所组成的社群也将消失。在现代社会，一个由面对面的个体所组成的社群总是

可以界定的，而电子交流系统的异军突起和广泛普及，“将敲响一切社群的丧钟”；“精神与身体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都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再构型，以至于如果还有什么社群形象的话，也只出现在科幻书籍和电影中”。（波斯特，第74页） 

以信息通讯技术和现代化交通手段为基础的当代交往方式无疑是人类沟通和交往史上的巨大跃迁，是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解

放。然而也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它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影响。哈贝马斯就深刻指出技术理性的泛滥和对人的不断扩展，造成了对“生活

世界”的“殖民化统治”，即“生活世界”的不断的技术化和体制化。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动按一种非工具性原则

运作，无须满足体制对诸如利润、控制和效率的那些强制性要求。（参见波斯特，第65页）看电影、听收音机、看电视、用电脑或

传真机传递信息、打电话等等，都是对交往理性的贬损和践踏，都是体制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的例证。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活越

来越几乎无孔不入地技术化、工具化和法律化，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置于技术、管理规范、法律等外部强制性的要求、控制和监

督中。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坏了人际交往的正常、和谐状态，个人的自由空间不断被蚕食，社会-人文生存环境严

重恶化，生活世界的人文内涵变得日益薄弱。（参见哈贝马斯与哈勒，第182页）。 

总之，全球化、信息化表面看来是资金、技术、产品等生产性要素（这些都可体现为信息）流动的地方，背后实际上是人及其社会

关系的多因素互动，表明人的关系的网络化和丰富化。可以这样说，全球化、信息化是人类交往发展中的最新阶段，它表征着当代

人类交往的新变化和新形态，即：交往的主体从单一化到多层化、多样化和多维化，交往的对象从实体化转向信息化和虚拟化，交

往的手段从机械化到电子化和智能化，交往的空间从地域化转向流动化和世界化，交往的内容从以经济贸易为主转向经济、政治、

文化、艺术、科技、教育、人才等多方面的全面交往。当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稳

定性和风险的“风险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正在削弱、“世界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

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历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这些都显示出21世纪初人类交往的新形态，并表明着

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由此，我们不禁要反省：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观念、体制和决策方式是否作出相应的调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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